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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检验中国城市规
模分布的合理性及其原因。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县级及以上城市规模

分布不符合Ｚｉｐｆ定律和Ｇｉｂｒａｔ定律，空间均衡定理满足条件也相对较弱，中
国城市规模分布呈扁平化状态，但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逐渐

趋于集中。行政等级化的城市制度体系是中国政府干预城市规模发展的重要

性制度安排，并且这种城市管理体制对城市规模的干预甚至强于户籍制度等

其他相关政策，同时影响程度也超过了市场机制下的集聚经济效应对城市规

模扩张的影响。但随着集聚经济效应逐渐增强，市场机制作用逐渐发挥，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政府的干预，促使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合理。本文

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放开对大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规模的限制，让

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加快推进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当前资

源配置与城市行政等级相挂钩的资源分配制度，赋予各类城市平等发展机

会，政府应当以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施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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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增加至２０１９年
的６０６％，超过６亿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实现由 “乡土中国”到 “城乡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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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这种人类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被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

茨称为 “深刻影响２１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之一 （吴良镛等，２００３）。学术界
对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率和城市规模分布体系两个领域，与关于城市化率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大量文献相比，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的研究则相对缺乏

（唐为，２０１６）。
城市规模分布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由于城市规模分布状况会对资源配置效率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劳动者收入 （赵颖，

２０１３）、经济增长 （谢小平、王贤彬，２０１２）等经济问题产生直接影响，这就引申出
城市规模体系是否合理的问题。陆铭等 （２０１１）认为城市规模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
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分工合理与协调发展的格局。

目前，学界普遍使用来判断城市规模体系是否合理的主要方法有 Ｚｉｐｆ定律、
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和空间均衡定理 （Ｃｈａｕｖ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Ｚｉｐｆ定律是由哈佛大学语言学
家Ｚｉｐｆ（１９４９）提出，最初被称为 “位序－规模”法则 （ＲａｎｋＳｉｚｅＲｕｌｅ），即第 Ｎ
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最大城市的１／Ｎ，在大样本中则等同于帕累托指数为１的城市
规模分布。Ｚｉｐｆ定律被誉为是经济学或者一般社会科学中最显著的经验事实之一
（Ｇａｂａｉｘ，１９９９），得到了一些学者如 Ｒｏｓｅｎ和 Ｒｅｓｎｉｃｋ（１９８０）、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６）
以及Ｅａｔｏｎ和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７）等的研究支持。尽管 Ｚｉｐｆ定律被认为是普世真理，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其存在诸多缺陷。例如，Ｚｉｐｆ定律受 “门槛城市规模”影响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２００４），不适用全样本分析仅上尾分布 （ＵｐＴａｉｌ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拟合较
好 （Ｇａｂａｉｘ，１９９９；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３），并且未在全球样本中得到普遍
证实 （Ｓｏｏ，２００５），不仅西方发达国家 （如美国）与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巴西）

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Ｃｈａｕｖ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就连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具有显著区
别 （Ｓｏｏ，２０１４）。

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是指 “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其初始规模水平无关”。Ｃｈａｍｐｅｒｎｏｗｎｅ
（１９５３）和Ｇａｂａｉｘ（１９９９）的研究表明，如果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成立则城市规模分布会服从
Ｚｉｐｆ定律。尽管 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得到了 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和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３）、Ｅｅｃｋｈｏｕｔ（２００４）
等学者的证实，也适用于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模增长情况 （Ｃｈａｕｖ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但Ｂｏｓｋｅｒ等 （２００８）对德国的研究以及 Ｇｌａｅｓｅｒ等 （２０１４）对美国城市增长
历史的研究都不支持Ｇｉｂｒａｔ定律。虽然Ｇｉｂｒａｔ定律与Ｚｉｐｆ定律一样，其适用性不断受
到经济学家们的质疑，但这两个定律作为评估城市规模体系是否合理的主要方法，似

乎并未受到影响。

空间均衡定理是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包含城市内部均衡和城市间均衡两个层

面。空间均衡定理最先由 Ａｌｏｎｓｏ（１９６４）提出，用于解释城市内部土地价格及其用
途的差异，之后 Ｒｏｓｅｎ（１９７９）和 Ｒｏｂａｃｋ（１９８２）将空间均衡的思想应用于研究城
市之间居民收入与生活成本之间的差异。在 Ｒｏｓｅｎ（１９７９）和 Ｒｏｂａｃｋ（１９８２）的模
型中，空间均衡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城市的优势 （例如工资水平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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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设施好、自然条件优越等）应与其劣势 （如通勤成本高、房租价格高等）相

抵消，以促使城市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城市之间的均衡状态与一般均衡内涵

相似，理论上也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空间均衡定理可以用来检验一国或地区

城市之间是否均衡来反映规模体系是否合理。

运用以上方法来检验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是否合理，需要至少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带

来的影响。第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流动，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７９％迅速增加至 ２０１９年的
６０６％，但与发达国家８０％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因此，伴随宏观
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即城

市化进程还会继续推进，这就会导致中国各城市之间的相对规模会处于不断变化的状

态，造成城市规模体系不稳定，从而难以判断是否合理。例如，Ｇｌａｅｓｅｒ等 （２０１４）
研究认为，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并不普遍适用于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动态演变，尤其是当
城市变化比较剧烈的时期。第二，中国城市化推进模式不同。市场和政府是推进城市

化的两种主要力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经济力量不同，处于转型时期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 （蔡窻、都阳，２００３），并且与市场相
比，政府往往作用更大 （李强等，２０１２）。由于政府的干预，基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
理论或实证结论在中国的应用就会产生偏差。例如，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户籍制度

来控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规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政府提出要 “严格控制大

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２０１４年在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中又提出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５０万
—１００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城区人口３００万—５００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别化落户政策，之后为推动 “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
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２０１９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进一步提出 “继续

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
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
限制；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５００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
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但对超大、特大城市的户籍限制仍未放开。除此之外，行

政区划频繁调整、新城市不断涌现以及统计数据质量等问题 （李松林、刘修岩，

２０１７）都会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和准确评估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在Ｃｈａｕｖｉｎ等 （２０１７）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

一，使用Ｚｉｐｆ定律、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和空间均衡定理来检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是否合理；
第二，通过构建城市规模增长模型来揭示中国当前城市规模分布特征的原因。本文余

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方法与数据介绍；第三部分为使用上述三种方法来检验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第四部分从政府干预和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城市规

模分布形成的内在原因；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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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

１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合理性检验方法
（１）Ｚｉｐｆ定律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１９１３）和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３６）最早提出并证明城市规模分布可以用帕累托

分布进行描述 （沈体雁、劳昕，２０１２），即：

Ｒ＝ＡＰ－α （１）

其中，Ｒ表示城市规模的排名，Ｐ表示城市规模，Ａ和α为估计参数，学者比较
关注的是α，即帕累托指数的估计。一般情况下，α越大，城市规模分布越均匀，即
扁平化；α越小，城市规模分布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即集中化。而当α＝１时，
城市规模分布服从 “位序 －规模”法则，即 Ｚｉｐｆ定律。因此，城市规模分布集中还
是扁平就往往以帕累托指数为１作为分界。对方程 （１）进行简单对数变换，就可以
得出α的线性估计方程：

ｌｎＲ＝ｌｎＡ－αｌｎＰ＋ε （２）

国内学者大多使用方程 （２）来估计帕累托指数 （例如梁琦等，２０１３）。但
Ｇａｂａｉｘ和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２００４）认为使用普通ＯＬＳ估计方程 （２）会导致系数α的估计值
产生有限样本向下偏误。为纠正上述偏误，Ｇａｂａｉｘ和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２０１１）提出了以下
修正方程：

ｌｎ（Ｒ－１／２）＝ｌｎＡ－αｌｎＰ＋ε （３）

（２）Ｇｉｂｒａｔ定律
借鉴Ｅｅｃｋｈｏｕｔ（２００４）、魏守华等 （２０１８）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构建以下方程

来检验Ｇｉｂｒａｔ定律。

（Ｐｉｔ＋１－Ｐｉｔ）／Ｐｉｔ＝Ｃ－αｌｎＰｉｔ＋εｉ （４）

其中：Ｐｉｔ表示ｔ时期ｉ城市规模，则方程 （４）的左侧部分是 ｉ城市规模增长率。
如果估计出系数α的结果在统计上与０无显著差异，则表明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成立。

（３）空间均衡定理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设条件下，空间均衡模型表明各城市之间劳动者实际收入

水平①应相等。借鉴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检验的思路，我们可以构建以下方程来检验空间均衡
定理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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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考虑到综合生活成本、交通拥挤等各方面后的实际收入水平。



ｌｎＣｏｓｔ＝Ｃ＋α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ε （５）

其中：Ｃｏｓｔ表示城市的生活成本，我们可以用房租等指标来替代；Ｒｅｖｅｎｕｅ表示
劳动者收入，可以用工资等指标替代；α为本文关注的估计系数，如果该系数符号为
正，即劳动者收入水平与城市的生活成本正相关，则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空间均衡

定理。

２城市规模增长模型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除此之

外，优越的区位、宜人的气候以及丰沛的水资源等自然条件也会吸引外来人口进入，

从而促进城市规模增长。由此，本文通过借鉴 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２）建立的
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城市规模增长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以

探究当前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分布特征的内在机制。方程具体如下：

ｌｎ（Ｐｉｔ＋１／Ｐｉｔ）＝β０＋β１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β２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ｔ＋β３Ｘｉｔ＋εｉ （６）

其中：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表示政府力量，借鉴王篧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本文使用城市的
行政等级作为政府干预城市发展的代理变量；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表示集聚经济效应，由于
市场推动城市规模增长主要通过集聚经济作用来实现，借鉴 Ａ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
的研究，本文使用市场潜力指数①作为反映集聚经济效应发挥程度的代理指标；Ｘ表
示其他影响城市规模增长的控制变量，如自然条件、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②。

（二）数据说明

１城市规模衡量
从现有文献来看，衡量城市规模数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人口统计数据和人口替代

性指标。使用人口统计数据来测度中国城市规模的指标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使

用非农人口，如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Ｇｅ（２００５）、高鸿鹰和武康平 （２００７）等；另一类是使用
城市常住人口，如梁琦等 （２０１３）、唐为 （２０１６）等。而人口替代性指标主要是以利用
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主，如吴健生等 （２０１４）、李松林和刘修岩 （２０１７）等。

尽管上述数据并不能完美测度中国城市实际规模，如使用非农等户籍人口数据会

存在较大偏误 （王篧，２０１５）、常住人口数据可能会高估城市化率不高地区的城市规
模 （梁琦等，２０１３）、夜间灯光数据难以精确测算人口数 （魏守华等，２０１８）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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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市场潜力计算公式为：ＭＰｒ＝∑Ｒｓ＝１
ＥｓＩｓ
Ｔｒｓσｙ( )－１ ，Ｅｓ为城市的支出水平 （本文采用市辖区 ＧＤＰ进行计

算）；Ｉｓ为价格指数，本文将其标准化为１；城市ｒ和ｓ之间的运输成本为Ｔｒｓ＝ζｒｄκｒｓ（以两个城市市中心的距离

衡量）；本地运输成本ｄｒｒ＝２／３π－０５ａｒｅａ０５ （ａｒｅａ为本地城市面积），同时设定Ｔｒｒ＝１，从而得出ζｒ＝ｄ－κｒｒ；κ取

值０８２，σｙ取值２。

自然条件变量包括是否为沿海 （以是否拥有海岸线来表示）、城市的一月份平均最低气温、七月份平均

最高气温和日平均降水量四个指标；人力资本以万人拥有大学生数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比

表示。



相对来说，使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来衡量城市规模还是得到国内

学者的广泛认可的。基于以上所述，本文使用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第四、第
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据来衡量城市规模。同时，为避免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造成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的不一致，本文借鉴年猛和王篧 （２０１６）
的研究，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为基本参照，按照
２０１０年行政区划标准对各级城市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从而得到可以纵向比较的数据。
经过行政区划与调整，本文共选取６４６个县级以上的城市①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
是，城镇常住人口自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才开始采用 （余吉祥等，２０１３），
因此，本文以城镇户籍人口统计指标作为１９９０年的城市规模替代，并且更多依据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分析，１９９０年的数据则作为参照。

２其他数据说明
除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之外，基于实证分析需要本文还使用了相关年份的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

布的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及各省区市气候资料处理部门逐月上报的 《地面

气象记录月报表》等数据库。

三、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合理性检验

本部分根据上一节介绍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合理性检验方法，根据方程 （２）—
（５）来检验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是否符合 Ｚｉｐｆ定律、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和空间
均衡定理。

（一）Ｚｉｐｆ定律检验
我们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估计来检验中国城市总体规模分布是否符合 Ｚｉｐｆ定律。

结果如图１所示：根据方程 （２）估计的２０００年帕累托指数为１０５７，２０１０年则略微
下降至１０５１；而根据经过调整后的方程 （３）进行估计的帕累托指数则略微增加，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分别为１０７２和１０６６。

从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采取方程 （２）还是调
整后的方程 （３），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部６４６个县级以上城市样本估计出的帕累托
指数都略微大于１，但已经非常接近于１，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还是处
于扁平化的空间布局状态；第二，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估计出的帕累托指数呈下
降趋势，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总体呈现出集中化趋势。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述，Ｚｉｐｆ定律的检验会显著受到门槛城市规模的影响。例
如，本文样本选择与魏守华等 （２０１８）和唐为 （２０１６）较为接近，因此估计出的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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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选取的城市总体样本数与魏守华等 （２０１８）的相等，与唐为 （２０１６）的６４９个样本数略有差异，
但并不影响实证结论。



图１　Ｚｉｐｆ定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位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绘制。

累托指数也比较接近，但与Ｃｈａｕｖｉｎ等 （２０１７）选择３２６个城市估计出的结果就具有
显著的差异。考虑到截点城市选择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全部样本进行连续回归

以得到城市截点数与帕累托指数的关系。结果如图２所示：总体来看，随着城市截点
数量的增加，帕累托指数呈递减趋势，随着样本数量的不断增加，帕累托指数就越接

近１，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就越符合Ｚｉｐｆ定律；同时，从时间序列来看，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城市截点数与帕累托指数关系曲线整体下移，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呈集中化趋势，

印证前述分析结论。

魏守华等 （２０１８）认为，Ｚｉｐｆ定律的运用要综合考虑城市截点数量、帕累托指数
与Ｒ２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指出 Ｒ２最大时 Ｚｉｐｆ定律的适用性最高。如图 ３刻画了
２０１０年城市截点数、帕累托指数和Ｒ２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城
市截点数Ｎ∈ ［３０，６０３］区间内，Ｒ２均在０９５以上，已经处于高拟合优度区间并
且趋势也较为平缓，此外，从现有文献来看，以 Ｒ２最大值作为最优城市规模门槛选
择标准也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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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城市截点数与帕累托指数分布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注：左图采取方程 （２）进行回归；右图采取方程 （３）进行回归；初始截点数为Ｒａｎｋ≤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绘制。

图３　城市截点数、帕累托指数和Ｒ２ （２０１０年）

注：采取方程 （３）进行回归；初始截点数为Ｒａｎｋ≤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绘制。

综合以上分析，尽管 Ｚｉｐｆ定律的适用性受到诸多限制，但根据本文实证结论和
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第一，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总

体呈现扁平化状态，这与现有大部分学者研究的结论相一致；第二，从时间趋势来

看，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扁平化的状态逐年减弱，呈集中化的趋势。

（二）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检验
根据方程 （４），我们分别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县级市、地级以上城市以及县级以

上城市进行分类均值回归，如果估计出的初始人口规模系数显著为０，则表明 Ｇｉｂｒ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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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成立。根据回归结果 （见表１），我们可以发现：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无论是县级市、地级市还是全部样本的基期人口规模系数都显著为负，明显违背了

Ｇｉｂｒａｔ定律；而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对地级以上城市样本的分析似乎是一个例外，但
县级市样本的分析仍然违背了Ｇｉｂｒａｔ定律。Ｃｈａｕｖｉｎ等 （２０１７）学者对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中国１７２个城市的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检验也印证了本文的结论，即除了２０００年代似乎是个
例外，其余时期中国城市规模增长并不符合 Ｇｉｂｒａｔ定律。而魏守华等 （２０１８）研究
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除副省级、省会城市、直辖市以及人口１００万人以上城市因为
样本少而不显著以外，地级城市和县级市样本都明显违背了Ｇｉｂｒａｔ定律。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增长并不符合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原因可能至少包括
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察期间中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快速发展的进程，城市规模变

化较快，而Ｇｌａｅｓｅｒ等 （２０１４）对美国历史上城市化进程较快时期的研究也表明，当
城市规模体系变动较大时，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往往难以成立；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时期中国政
府对城市发展的干预，例如实施 “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发展战略

的同时，对人口流动限制和户籍管制的逐步放松，都对市场机制下城市规模体系的演

变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由于Ｇｉｂｒａｔ定律的成立往往是Ｚｉｐｆ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而
中国当前城市规模体系不满足Ｇｉｂｒａｔ定律也证实了Ｚｉｐｆ定律不成立的原因。

表１　Ｇｉｂｒａｔ定律检验：城市人口增长率与初始人口规模

变量

被解释变量：城市规模增长率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以１９９０年为基准 以２０００年为基准 以１９９０年为基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ｌｎ基期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３０６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３）
－０２１３

（００９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４０５

（０１５３）

Ｃ
２５１４

（１２０３）
１４８５

（０３１６）
４１３１

（２０４３）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４８）

０８１３

（０１７２）
３１８８

（１２３６）
２５１４

（０６１０）
５４９７

（２０２４）
Ｎ ６４４ ２８４ ３６０ ６４６ ２８４ ３６２ ６４４ ２８４ ３６０

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７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稳健的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显著水平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方程 （１）、方程 （４）、方程 （７）使用全部县级以上城市样本，方程 （２）、方程
（５）、方程 （８）使用地级以上城市样本，方程 （３）、方程 （６）、方程 （９）使用县级市样本。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估计。

（三）空间均衡定理检验

根据方程 （５），本文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２０１０年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数据”（Ｃｈｉｎａ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ＭＤ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发布的２０１０年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ＳＳ）
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国３０个主要城市数据，分别从微观个体和宏
８７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观城市层面来考察城市居民收入与住房成本之间的关系，以检验空间均衡定理。

根据表２我们可以发现，估计结果 （１０）— （１３）表明城市居民的家庭总收入、
个人总收入水平以及工资性收入与其房租支出水平都成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较

弱，居民各类收入每增长 １个百分点，房租均增加不到 １个百分点；而估计结果
（１４）和 （１５）则表明城市居民工资水平与房价关联程度较高，城市职工工资每增长
１个百分点，房价涨幅则会超过工资涨幅。根据Ｃｈａｕｖｉｎ等 （２０１７）对中国与美国的
估计比较，平均来看美国城市居民平均工资水平上涨１个百分点，房租会增加超过１
个百分点，与中国居民工资水平与房价的关系类似，而其对中国居民工资水平与房租

价格关系估计的结果与本文估计结果类似。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与住房

成本呈正向关系，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空间均衡定理，但居民收入水平与房租相关

程度较弱而与房价水平关联程度较高则可能是因为中国居民对拥有房子的偏好强于租

房需求。此外，Ｃｈａｕｖｉｎ等 （２０１７）还认为，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与房租相关程度弱于
美国可能还源于中国对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性限制的影响，例如户籍制度会阻碍劳动

力自由流动等。

表２　空间均衡定理检验：城市居民收入与住房成本

变量
ｌｎ房租（２０１０年） ｌｎ房价（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ｌｎ家庭总收入
０６０１

（０００５）
— — — — —

ｌｎ个人总收入 — —
０２９９

（００３５）
— — —

ｌｎ工资性收入 —
０３６７

（００１０）
—

０４５２

（００６１）
１４０７

（００６６）
１０２５

（００５８）

Ｃ
１９６７

（００５８）
４３５０

（００９９）
５１６０

（０３４０）
３７３３

（０６０１）
－６１０１

（０６８０）
－２１４８

（０５９７）

Ｎ ８７７９２ ３６４４４ ９０４ ４３３ １７２ １７２

Ｒ２ ０１５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８ ０６９３ ０７９８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稳健的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显著水平ｐ＜００１；
方程 （１０）和方程 （１１）使用的是２０１０年 ＣＭＤＳ数据，方程 （１２）和方程 （１３）使用的是２０１０年 ＣＳＳ数据，
方程 （１４）和方程 （１５）使用的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３０个主要大中城市数据 （不包括拉萨），其中方

程 （１４）采用ＰｏｏｌＤａｔａ进行回归，方程 （１５）采用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进行回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估计。

四、政府干预、集聚经济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

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并不符合Ｚｉｐｆ定律和Ｇｉｂｒａｔ定律，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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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空间均衡定理的条件也相对较弱。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呈扁平化分

布，但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越来越集中化，整个体系正趋于合理性，这

可能是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和政府干预逐渐减少的结果。为探寻中国城市规模

分布扁平化及其演变的原因，本部分从影响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一）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城市规模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采取均

等化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之间均衡发展；二是基于发展战略或政治需要采取针对性的

政策举措促进个别或某一类城市优先或限制发展。例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阐述的中

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规模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分布呈扁平化的特征。

从中国推进城市化的政策体系及制度安排来看：一方面，中国政府采取户籍限制等

各种政策举措来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和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落户，来促进大中小城市

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各类城市赋予不同行政等级的制度性安排，以此造成

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进行研究，魏后凯 （２０１４）
认为中国政府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政策基本失灵，原因在于中国城市体系的行政等级

化。中国城市一般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五个行政等级①，

而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其配置各类市场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种能力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就导致了城市规模大小与其行政等级高低呈高度相关 （年猛、王篧，２０１６）。
综上所述，行政等级化的城市制度安排可能是中国政府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最为

重要的制度性手段。鉴于此，本部分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地级
以上城市②为样本，根据本文设计的城市规模增长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城市规模的主

要因素。根据表３，我们可以发现：在控制住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情况下，副
省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估计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表明这些城市比一般地级城市有着更

高的人口规模增长率；除此之外，高行政等级的估计系数也显著大于集聚经济的估计

系数，表明行政等级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超过集聚经济效应。为增强估计结果的可

靠性，我们又进一步估计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因素③ （结果
见表４）。从对影响外来人口规模的增长率来看，直辖市具有显著的吸引外来人口的
优势，尽管其他行政变量并不显著，但符号也基本为正，表明与一般地级市相比，高

行政等级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较强，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政府设计的行政等级化城市体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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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省会城市在行政建制上划分为地级市这一级别，但因其是全省政治中心，往往在省内资源配

置上会享有优先权，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将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市作为同一级别进行研究。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县级城市数据缺失较为严重，难以获得一些关键指标，因此本部分的实证分析

以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

城市外来人口＝城市常住人口 －城市本地户籍人口。由于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统计未能纳入常住人口统
计，因此这部分估计剔除１９９０年。



城市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与一般地级城市相比，副省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增长率更

高、吸引外来人口能力更强；与此同时，与市场机制下促进城市规模扩张的重要作

用———集聚经济相比，行政等级制度的影响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期间，政府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干预的影响超过了市场机制作用。

表３　中国城市规模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城市规模增长率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城
市
制
度
体
系

直辖市
０３１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１３６）

０３１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７）
０６３４

（０１６２）
０３２０

（０１７５）
省会城市＋
副省级市

０３０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２）

０２２４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１）
０５２１

（００８０）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８）

省会城市
０３２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２）

０２７４

（００３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６）
０５７４

（００６１）
０２７０

（００９４）

副省级市
０４３９

（０２１２）
０２２５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５

（００５４）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２）
０６６０

（０２２８）
０４３３

（０２０８）

经
济
因
素

ｌｎ集聚经济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６２）

ｌｎ人力资本 —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３）
—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０）
—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５）

产业结构 —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ｌｎ人均财政支出 —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５）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５）

ｌｎ基期人口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７）
－０２１３

（００３５）
－０２５６

（００３９）

自
然
条
件

沿海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５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２５１

（００６１）
０２３８

（００６２）

一月平均气温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七月平均气温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ｌｎ平均降水量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３）

Ｃ
１６９６

（０４３０）
１３５８

（０５４４）
０１１４
（０２９１）

０００４
（０２６４）

１９４５

（０５１４）
１６１９

（０５８５）

Ｎ ２８４ ２５１ ２８６ ２７５ ２８４ ２５１

Ｒ２ ０１６６ ０２５７ ０２９０ ０３５５ ０３１９ ０３８９

ｒ２＿ａ ０１３６ ０２１６ ０２６４ ０３２３ ０２９４ ０３５６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稳健的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显著水平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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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聚经济

从经济学的角度，城市是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而形成的。除自然

条件、政府干预等因素，在市场机制下，经济活动聚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 （如知

识溢出、信息共享等）———即集聚经济，同时也会产生负的外部性 （如交通拥挤、

环境污染等）———即集聚不经济①。理论上，在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当集聚经济

效应始终存在时则该城市的规模会一直处于规模不断扩张的状态，当集聚经济效应

被集聚不经济效应所抵消或超过之后，该城市规模的扩张就会处于停滞或萎缩状

态。由此可见，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效应是市场推动城市形成与规模扩张的主要

作用机制。

本部分旨在通过分析集聚经济效应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来间接考察市场力量对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形成的影响。根据表３我们可以发现：在控制住城市行政等级、自
然条件以及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回归结果 （１７）、 （１９）和
（２１）表明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促进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此外，尽管集聚效应的作
用显著弱于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的影响，但从时间趋势来看 ［见回归结果 （１７）和
（１９）］，与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集聚经济效应的作用在逐渐增强，表
明市场力量呈逐年增强的趋势。除此之外，尽管集聚经济对外来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并

不显著，但符号为正，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聚集经济效应对吸引外来人口具有正向

作用。

表４　中国城市外来人口规模增长因素分析

变量

外来人口增长率（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ＯＬ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②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城
市
制
度
体
系

直辖市
０７１５

（０３５７）
０７０５

（０３４２）
１１１９

（０４２２）
０６４１

（０２９７）
１１５４

（０３８０）

省会城市＋副省级市
０２０２
（０２５２）

０３５０
（０２７２）

０７５９

（０３３４）
００３７
（０２１９）

０４０８
（０２８０）

省会城市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１）

０４３６
（０２９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７７）

０２３３
（０２３７）

副省级市
０１６１
（０２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１）

００４１
（０１９５）

０３９４
（０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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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外，集聚经济也称为规模经济，集聚不经济也称为规模不经济。

由于一些城市（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存在着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情况（即人口外流），此时外

来人口增长率就为负，直接进行 ＯＬＳ回归会产生样本选择性偏误。因此，本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极大似然法（ＭＬＥ）进行估计。



续表

变量

外来人口增长率（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ＯＬ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经
济
因
素

ｌｎ集聚经济
０１９４
（０２２３）

０２９３
（０２２０）

００４６
（０２５０）

—
００９７
（０２１０）

ｌｎ人力资本 — —
－０３８９

（０１８９）
—

－０３７１

（０１３４）

产业结构 — —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３）

—
－００９７

（００３５）

ｌｎ人均财政支出 — —
００７３
（０１６３）

—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９）

ｌｎ基期人口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２）

－０１９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９４

（０１１４）

自
然
条
件

沿海 —
０３８２

（０１８６）
０３５２
（０２１５）

００４９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７）

一月平均气温 —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５）

七月平均气温 —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ｌｎ平均降水量 —
－００５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８０）

０３３９

（０１６９）
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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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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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１
（３２６１）

０１７５
（２７９５）

２１９９
（２９７９）

Ｎ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８４ ２６１ ２５８

Ｒ２／ｌｌ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４ －３０１１ －２８９５

ｒ２＿ａ／ｃｈｉ２＿ｃ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３５ ０５７０ ０２２２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稳健的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显著水平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６０进行估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对城市进行行政等级分类的制度性安排对

不同城市规模的增长以及城市规模体系分布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本文考

察期内这种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市场机制下的集聚经济效应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

但随着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步放松、户籍管制程度的下降以及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集聚经济效应的作用逐渐增强，表明市场力量的不断提升，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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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检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是否符合
Ｚｉｐｆ定律、Ｇｉｂｒａｔ定律和空间均衡定理，并重点从行政等级和集聚经济两个代理变量
来分析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规模分布产生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上中国县级及以上城市规模分布不符合Ｚｉｐｆ定律和Ｇｉｂｒａｔ定律，空间
均衡定理满足条件也相对较弱。对 Ｚｉｐｆ定律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呈扁
平化状态，但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化，也逐渐趋于合理性。

第二，本文认为行政等级化的城市制度体系是中国政府干预城市规模发展的重要

性制度安排，并且这种城市管理体制对城市规模的干预甚至强于户籍制度等其他相关

政策，同时影响程度也超过了市场机制下的集聚经济效应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但

随着聚集经济效应逐渐增强，市场机制作用逐渐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政府

的干预，促使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合理性。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一方面，本文的研究表明自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 “大城市人口规模限制”战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也

不符合城市规模分布演进规律，大城市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陆铭等，２０１５），因此
应当从政策上放开对大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规模的限制，让市场机制发挥主

导作用，政府应当以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施策导向。另一方面，行

政等级化的城市管理制度体系可能是导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不合理的重要制度根源，

从制度层面上造成了各类城市发展权不平等。因此，应加快推进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破除当前资源配置与城市行政等级相挂钩的资源分配制度，赋予各类城市平等发

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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